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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例多元性:研发联盟何以提升治理绩效 

刘景东 朱梦妍
1
 

(安徽大学 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网络组织内部结构优化与运行效率提升离不开惯例这一重要的知识资源,作为描述联盟组织行为方

式的一般术语,联盟惯例表现为稳定的做事方式、标准化的作业程序和统一的行为准则等多种形式,并且在协调主体

之间合作关系、增强组织内部稳定程度以及提升经验信息交流效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上海、南京和杭州

地区 261 家企业调研数据,从惯例多元性视角出发,将联盟惯例解构为行动逻辑、内隐规范和交互共识,研究不同治

理机制下联盟企业提升合作绩效的问题,同时揭示多元联盟惯例在研发联盟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

契约治理机制与研发联盟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关系治理机制与研发联盟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联盟惯例的 3

个维度对其调节效应不同,其中,行动逻辑和内隐规范对契约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均有显著正向调节效

应,而交互共识对契约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效应,同时,交互共识对关系治理机制与联盟

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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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从 Nelson & Winter[1]提出将惯例作为演化经济的核心概念以来,这一术语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中越来越展现出独特魅

力。首先,惯例本身及其行为主体特征具有多样性,一方面,惯例不仅是嵌入组织内部的“基因”,使得组织运行具有惯性和稳定

性[2],而且是存储于组织中的知识库,能够显著提升组织学习能力和变革能力,因而成为构成组织能力的微观基础[3];另一方面,有

些学者认为惯例在特定组织情境下具有较为固定的行为方式,是“日常的组织活动”,是集体行为活动的结果,是“做”出来,所

以,惯例与组织活动的具体实践有关
[4]
。还有学者考虑到组织惯例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认为组织惯例会在行为人的行动中不断

产生[5]。这预示着贯穿在组织运行过程中的惯例具有多元性特点[6],且其对组织活动的顺利进行和组织能力的不断提升至关重要。

具体来看,惯例既可以是组织行为主体的行为逻辑,在具体操作中指导行为主体的实践行为[7],也可以是组织成员广泛支持的内隐

规范,推动组织知识交流与共享[8],还可以是组织行为主体之间观念和行为上的交互共识,指导成员之间的互动行为,进而提升组

织的环境适应性[7],不同表现形式的惯例会对组织运行产生差异化影响。同时,已有研究表明创新网络中广泛存在的知识共享惯

例、协调惯例、合作惯例等多种惯例会对知识建构、关系协调等过程产生影响,进而对创新网络组织治理过程产生影响。由此可

见,联盟企业间合作进程受到惯例环境的影响,因而企业治理措施的实施过程也必然受到影响。 

其次,在研发联盟中,实际管理者常常运用基于契约的正式治理机制和基于信任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协调联盟关系以提升研发

效率[9],其中,正式治理机制为联盟各方提供了一种法律约束和制度框架,是制约合作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合作双方通过签订严

格的契约明确知识共享的内容、范围和知识获取方式,同时,可以有效防止机会主义行为[10]。但是,有学者认为当信任和关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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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中起到很好的作用时,正式契约治理就是多余的,因为非正式治理机制可以独立治理好这种组织间关系,有利于联盟成员

的相互交往和知识获取,特别是隐性知识获取;当联盟成员之间关系紧密时,预期的机会主义风险较小,从而减少联盟成员对正式

契约的依赖,而过严的契约治理则可能损害组织间信任关系
[11]

。如前所述,主动采取联盟治理机制是降低合作风险、优化合作方

式进而提升联盟绩效的一种重要手段,一方面,惯例环境会对这一治理措施的实施过程产生影响,只有实现惯例环境与治理机制

的合理匹配,才能取得良好的作用效果;另一方面,不同维度的惯例环境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只有明确其具体影响才能使惯例的

培养和维护更有效,但研究者常常忽视联盟惯例,特别是不同维度联盟惯例环境对治理机制实施效果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有以下 3点值得关注:研发联盟中广泛存在不同形式的惯例,具有多元性特征,那么,它们在联盟组织合作过程

中影响治理机制实施效果的多元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研发联盟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经济网络组织,技术共享和知识的有效传播

大大缩短了新产品研发进程,联盟企业之间有效的控制方式也会影响联盟绩效水平,但是,关于不同治理机制对联盟绩效的效果,

研究结论还不统一,有必要区分两种治理机制对联盟绩效的影响机理;惯例在特定的组织情境下具有特定的行为方式,有必要在

惯例多元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不同惯例情景下联盟治理机制的作用效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结合联盟治理和联盟惯例相关研究,在分析不同治理机制效果的基础上,研究联盟惯例多元性对两种治

理机制作用效果的影响,为联盟企业在惯例选择和维护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并且对企业有效利用外部资源以推动技术创新,进而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联盟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 

Uzzi[12]从嵌入性视角分析了经济行为中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存在性,之后,国内外学者就这两种治理方式的关系及其对联

盟绩效的影响展开了激烈讨论。主流研究普遍承认契约机制与关系机制对联盟治理的促进作用,例如,Cao[13]认为正式契约对联盟

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没有显著直接影响,但它能够通过增进信任间接遏制机会主义风险,且综合使用两种机制可以提升联盟绩

效;Poppo[11]研究验证了关系信任对供应商联盟绩效的正向效应,并且发现内部买方资产专用性与外部行为不确定性均会影响这

一关系;Hlroshl & Yasuda[14]确定了投机行为等 4 个中介变量,并检验了两种机制对联盟绩效的积极影响。但也有部分研究考虑

到两种机制本身固有的弊端,提出了不同观点,如 Krishnan[15]研究发现契约机制与联盟绩效在行为不确定和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

呈“倒 U型”关系,即契约机制的强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其作用效率会由最高值逐渐减小。综合现有研究发现,两种治理机制与联

盟绩效之间的关系仍有争议。 

1.1.1契约治理机制与研发联盟绩效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契约治理机制指建立伙伴关系的企业共同商定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详尽有效的合同条款来规定联合目

标和惩罚办法,同时,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及利益分配等情况[16],是约束合作伙伴行为和协调企业间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 

这些具有法律权威的规范条例为研发联盟问题解决、资源交流等过程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联盟绩效有

利,主要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①正式契约里的具体条例明确了联盟合作的阶段性目标或最终目标,为其有效运行指明了方向,并

为其战略实施提供了制度基础,有利于联盟整体目标的实现;②合同是联盟各方协商之后签订的,当合作伙伴在管理实践中遇到

合约所涉及问题并出现意见分歧时,通常会按照现有规范行事,所以,正式契约预先为联盟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提供了解

决方案,避免了联盟伙伴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增强了合作关系进而提升了联盟稳定性[17];③联盟治理机制与其内部的知识交流和

共享之间存在紧密关系[18],制定好的合同为企业提供了接触合作伙伴知识库的机会,因此,契约机制推动了企业间信息与资源共

享过程进而提升了联盟绩效;④契约机制在防范联盟伙伴的投机行为和降低联盟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于知识和技术交流频

繁的研发联盟来说,企业还面临较高的核心技术知识泄露风险
[19]
,而基于正式契约的监督可以对这一风险起到抑制作用。例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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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契约对合作过程进行监督和调整,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知识被侵占的概率。 

然而,虽然契约治理机制对联盟绩效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过度依赖正式契约也会对联盟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

契约本身的某些属性限制了其治理效果。例如,合作各方在订立正式契约时就约定执行期限,因此,有些规定在短期内无法改变,

契约条款的刚性降低了实际决策的灵活性。此外,有时合作企业不便披露各自投入的知识资产的细节信息[20],使得契约制定较为

困难且结果常常不尽人意;另一方面,除显性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外,一些企业更加倾向于通过研发联盟获取合作企业的隐性知识

资源,合同本身的不完备性可能使得联盟结果与企业预想效果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在研发联盟中,契约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当契约治理程度过低或过高时,联盟绩效处于较低水平;

当契约治理程度中等时,联盟绩效处于较高水平。 

1.1.2关系治理机制与研发联盟绩效 

与交易成本理论不同,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组织间合作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重复交易,其建立与维持依赖于一系列能够提升

合作适应性、加强伙伴团结与增进组织间信息交流的社会规范
[21]
。因此,需要利用非正式的关系机制对联盟进行治理。关系治理

机制强调企业间合作关系的协调程度[22],而非合同或第三方强制性约束的作用。在研发联盟背景下,这种机制依托的是联盟伙伴

在协作过程中建立和培养起来的非正式关系资源,如信任程度和互惠理念,其目标是促使合作各方关注联盟共同利益并在潜移默

化中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沟通、声誉、信任等关系治理机制在抑制联盟内机会主义行为、处理利益冲突、促进知识交流和发挥联

盟协同效应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控制与协调功能,进而有利于提升联盟绩效
[14]
。例如,高艳慧等

[23]
采用实验方法研究发现,声誉等非

正式机制的共同作用能够抑制联盟内部投机行为;Ribuga & Akbar[24]研究发现,声誉和互惠等激励机制维持的信任会影响联盟伙

伴的选择,有利于规避联盟内部风险;周青等[25]从缓解联盟伙伴利益冲突的视角出发,认为信任、承诺和依赖性有利于改善合作关

系,进而提升技术标准联盟绩效水平。从知识交流方面来看,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对联盟内部知识创造与扩散过程均会产生一定

程度的推动作用[26],且伙伴间良好互动关系使其愿意进一步打开知识库进行深层次交流。因此,关系治理机制能够显著提高联盟

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在研发联盟中,关系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当关系治理程度较低时,联盟绩效处于较低水平;当关系治

理程度较高时,联盟绩效处于较高水平。 

1.2联盟惯例的调节作用 

惯例是影响企业行为选择与能力发展的基本要素,就单个组织而言,惯例具有的稳定性、适应性、演化性等本质属性使其在

控制合作行为、协调组织运行和整合内部知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8]。同时,惯例并非只在组织内部发挥作用,而且还与组织间关

系的协调和控制紧密相关。近年来一些学者将组织惯例的概念引入合作网络研究中,注意到惯例在产业集群、战略联盟等领域扮

演的重要角色。Pentland等[27]证明了合作关系网络中跨组织惯例的协调作用,即企业间较为稳定的交往模式对于网络关系的维持

和发展必不可少;Hagedoorn & Frankort[28]认为,合作伙伴之间建立的网络惯例能降低企业收集信息和资源的成本,最大限度地促

进知识流动与获取;刘景东和杜鹏程
[29]

将研发联盟中感知、协调等一系列联盟惯例作为基本要素,认为联盟管理能力是由多维惯

例构成的动态模型,并检验了其对联盟绩效的积极影响,提醒企业应在管理过程中有意识地对这一前因变量进行培养;穆文和江

旭(2016)对战略联盟管理能力相关研究进行扩展,探讨了联盟企业长久合作中积累的经验、技能等管理实践内化为联盟惯例,然

后以外显的管理能力促成联盟成功的过程。 

综上,本研究认为研发联盟作为组织间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内部成员企业在长期合作交往过程中必然会在观念认知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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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行为方面形成较为稳定的互动方式。这种由以往互动经验内化而成、通过学习与合作不断改进修正和演化发展的集体行为模

式即为联盟惯例。本文借鉴王思梦[7]的研究,将联盟惯例具体化为不同表现形式,即行动逻辑、内隐规范和交互共识,其中,行动逻

辑侧重于外显行为,内隐规范侧重于隐性规则,交互共识侧重于合作默契。在知识交流与资源共享活动频繁的研发联盟中,对于企

业来说,选择有效的治理机制与培养合适的联盟惯例至关重要,因此,明确不同形式惯例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1.2.1行动逻辑的调节作用 

较高程度的行动逻辑意味着联盟成员外显行为具有较高的规律性和一致性,其中,规律性为预测联盟伙伴行为提供了可能,

而一致性为这一猜想的正确性提供了保证。一方面,当联盟内部的行动逻辑达到较高水平时,合作企业针对某些活动或者问题作

出的决策往往与之前的决定类似。通过观察合作伙伴以往的行动方式,企业能够较为准确地推测出他们可能采取的投机行为,便

于制定行之有效的正式契约来规避这一机会主义风险。完备的契约能够优化联盟治理效果,所以,联盟伙伴对正式契约的需求增

加,同时,高水平的行动逻辑为联盟企业间有效契约的订立创造了良好条件,因此,较高水平的行动逻辑强化了契约治理机制对联

盟绩效的影响。 

另一方面,因为行动逻辑本质上来源于以往的成功经验或者示范者的心得,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权威性,所以,联盟企业较易

就某些特定的复杂情形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有所减少。即使出现分歧,各成员也倾向于通过沟通、协商等方式确

定最终决策,联盟企业需要利用关系机制为其创造和谐氛围,故行动逻辑强化了关系治理机制对联盟绩效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本

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在研发联盟中,行动逻辑正向调节契约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 

H2b:在研发联盟中,行动逻辑正向调节关系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 

1.2.2内隐规范的调节作用 

若联盟内部具有较高程度的内隐规范,那么,各成员企业受到的隐性行为约束就会较多。他们清楚地知道联盟共同目标和各

自的任务安排,即“应该做某事”以及“为什么要做某事”[30],并对此保持较强的认同感。此时合作企业更愿意遵守他们共同商

定的正式合同,减少违约行为以避免惩罚,契约机制对成员行为的规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因而更能促进联盟绩效提升,故内隐规

范在契约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另外,当联盟成员都遵照内隐规范进行知识交流和共享时,合作对象在决策前会慎重考虑大家的共同目标与利益,因此,企业

更有理由相信其合作伙伴的忠诚度。高水平的内隐规范可为联盟企业提供高信任环境,在维持联盟稳定性的同时,联盟企业之间

信任水平提高,推动先进技术知识的共享、传播与获取进程。简言之,更高程度的内隐规范可为联盟成员提供良好的关系条件,企

业采取其它关系治理措施会耗费额外资源,增加联盟协调成本进而降低治理效果,故本研究认为内隐规范负向调节关系机制对联

盟绩效的积极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c:在研发联盟中,内隐规范正向调节契约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 

H2d:在研发联盟中,内隐规范负向调节关系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 

1.2.3交互共识的调节作用 

相较于行动逻辑和内隐规范,交互共识代表了更深层次的联盟惯例。本研究认为交互共识对两种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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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调节作用相反。从契约治理机制的角度分析,合作企业之间员工的交互共识达到较高水平时,他们十分熟悉联盟伙伴的思想

和心理,而且在关系维系、知识转移、技能学习等方面的行为方式没有太大差异。这时联盟成员为了获取长远合作利益而采取投

机行为的可能性比较小,虽然企业对联盟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预测更加准确,可以通过完善契约条款来治理联盟,但是,这种机制

可能收效甚微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削弱企业间已有信任、增加联盟内协调成本等。因此,研发联盟中较高水平的交互共识

会弱化正式契约治理效果,负向调节契约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 

从关系治理机制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交互共识水平的提升使企业更加了解自己的合作伙伴,理解能力和共情能力随之增强,

联盟企业间交流与沟通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有利于促进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在联盟内部的流动,同时深化成员间合作关系;另一

方面,企业间较高水平的交互共识使其知识转移速度趋同,联盟各方认为自己与合作伙伴的付出是平等的并且利益分配也比较公

平。程序执行过程的公平与利益分配过程的公平有利于提高企业对联盟的满意度与归属感,关系机制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出

来。故关系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的关系受到交互共识的正向调节。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e:在研发联盟中,交互共识负向调节契约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 

H2f:在研发联盟中,交互共识正向调节关系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2.1样本选择及数据收集 

为全面体现研发联盟背景下联盟惯例各维度对治理机制作用效果的调节作用,本文选择参与研发联盟的企业作为调研对象,

涵盖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多个高技术领域。原因在于这些企业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更倾向于通过研发联盟

获取机会和资源。同时,由于知识资源的易于侵占性和成果取得的高度不确定性,这些企业面临的联盟风险更大,常常运用联盟治

理机制改善联盟绩效。 

基于现有文献,本研究初步确定了问卷内容,并在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予以完善,然后,对合肥市 10家企

业高层管理者进行预调研,根据调研对象的反馈意见确定最终问卷内容。2019年 3～6月,正式问卷在上海市、南京市和杭州市发

放,尽量避免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问卷结果的影响。其中,发放途径为线上“问卷星”调查与线下面对面交谈相结合,问卷填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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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主要为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总体来看,问卷发放总计 413 份,回收 364 份,剔除存在缺失值、未参与研发联盟等无效问卷,有

效回收问卷 261份,有效回收率为 71.703%。由于调查问卷均由同一人填写,因此,需进行同源方差检验。利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

法,结果显示主成分析出 6个因子,累计解释了 77.983%的方差变异量,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32.789%的变异量,故问卷结果不存

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变异。 

2.2变量测量 

为了保证各变量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参照国内外现有文献中的成熟量表,同时,根据研究对象实际情况确定最终量表。

除联盟组建方式外,本研究中所有变量均采用 Likert-7 级量表测度,“1”表示“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7”表示与“实际情

况完全相符”。 

(1)调节变量: 

联盟惯例。根据王思梦[7]的观点,联盟惯例包括 3 个维度,即行动逻辑、内隐规范和交互共识,本文在该研究量表的基础上进

行适当修改,分别采用 3个题项、3个题项、4个题项对行动逻辑、内隐规范和交互共识进行测量。 

(2)自变量: 

二元治理机制,即契约治理机制与关系治理机制。借鉴 Li等[31]的研究,本文使用“合同具体界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和利益

分配”等 4 个题项测量契约治理;基于 Lavie 等[32]的研究,本文使用“联盟企业相信伙伴会履行职责、信守承诺”等 3 个题项测

量关系治理。 

(3)因变量: 

联盟绩效。对于该变量的测量,本研究主要关注研发联盟目标的实现程度,因此,结合 Zollo等[33]、Musarra等[34]的研究,使用

“联盟降低了企业获取和利用知识等资源的成本”等 3个题项测量该变量。 

(4)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文献,本研究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联盟投资规模、联盟组建方式 4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与规模较小的企业相

比,规模较大的企业有着较为雄厚的发展基础,能够为联盟提供更多资源,故其加入的联盟绩效可能更高,该变量采用企业内部员

工数测度,在问卷中按照 1～7划分为不同等级;与年龄较小的企业相比,成立时间较久的企业具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懂得如

何运营联盟,因而会对联盟绩效产生影响,该变量采用 2019 与企业建立年份的差值测度,问卷题目按照 1～7 划分为不同等级;与

投资规模较小的联盟相比,规模较大的联盟积累了更多信息和资源,进而影响联盟目标实现进程,该变量采用合作企业在联盟中

投入的资产总额来度量,并且在问卷题目中划分了等级;联盟组建方式会影响其内部运行机制,因而也会对联盟绩效产生作用,该

变量采用虚拟变量测度,“0”表示非产权联盟,“1”表示产权联盟。 

2.3信度与效度检验 

各变量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对于量表信度,本研究采用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α)和组合信度

(CR)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 α 系数均超过 0.800,表明问卷测量的可靠性良好;同时,CR 值均在 0.800 以上,表明变量各

题项之间的一致性较好。对于量表效度,本研究从内容效度、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 3 个方面进行检验。首先,文中量表为依据研

究实际对国内外成熟量表题项进行适当修改形成的,因此,内容效度较好;其次,各题项的因子载荷(loading)均高于 0.700,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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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均在合理水平 0.500以上,表明量表具有良好收敛效度;最后,对角线的粗体数据为各变量 AVE的平方根,结

果显示所有变量 AVE 的平方根比其对应行和列的相关系数都要大,故量表区别效度较好;同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

χ
2
/Df=1.956,CFI=0.953,TLI=0.942,IFI=0.954,RMSEA=0.061,即模型拟合效果达到良好水平。 

2.4描述性统计 

模型中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如表 2所示,数值均在合理范围内,并且契约治理(r=0.348,p<0.01)、关系治理(r=0.386,p<0.01)、

行动逻辑(r=0.391,p<0.01)、内隐规范(r=0.375,p<0.01)和交互共识(r=0.350,p<0.01)均与联盟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为本

研究的假设检验奠定了基础。 

表 1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Loading α AVE CR 信度和效度系数 

契约治理 合同具体界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和利益分配 0.883 0.910 0.738 0.918 

χ2=303.150; 

Df=155.000; 

χ
2
/Df=1.956; 

CFI=0.953; 

TLI=0.942; 

IFI=0.954; 

RMSEA=0.061 

 
合同明确规定了具体绩效标准和共同目标 0.909 

   

 
合同详细说明了各方履行合同的原则和方法 0.841 

   

 
合同全面考虑了合作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和赔偿办法 0.799 

   

关系治理 联盟企业相信伙伴会履行职责、信守承诺 0.875 0.904 0.786 0.917 

 
联盟企业能够与伙伴进行开放交流,分享有用信息 0.896 

   

 
联盟企业的内部员工交往频繁,并且保持着良好的人际关系 0.888 

   

联盟绩效 联盟降低了企业获取和利用知识等资源的成本 0.782 0.805 0.616 0.828 

 
联盟为企业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新机会 0.784 

   

 
通过联盟合作,企业实现了预期目标 0.789 

   

行动逻辑 联盟合作为企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0.859 0.901 0.743 0.896 

 
联盟合作为企业提供了可参考的程序和问题解决办法 0.876 

   

 
能够自觉与合作企业在某些行动上达成一致 0.850 

   

内隐规范 联盟内部存在规定了任务目标的隐性规则 0.818 0.809 0.657 0.852 

 
联盟内部存在约束合作行为的隐性规范 0.815 

   

 

联盟成员能够在合作过程中深入理解 

这些规则和规范,并就此达成共识 
0.799 

   

交互共识 通过一段时间的合作,联盟伙伴能够准确理解对方的意图 0.837 0.874 0.676 0.893 

 
通过一段时间的合作,联盟伙伴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组织程序 0.834 

   

 
通过一段时间的合作,联盟伙伴在交往中达成了默契 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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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段时间的合作,联盟伙伴间默契对其行为选择有指导作用 0.851 

   

 

表 2变量相关系数、平均值与标准差 

变量 
企业规

模 

企业年

龄 

联盟投资规

模 

联盟组建方

式 

契约治

理 

关系治

理 

联盟绩

效 

行动逻

辑 

内隐规

范 

交互共

识 

企业规模 1.000 
         

企业年龄 0.189** 1.000 
        

联盟投资规

模 
0.020 -0.103 1.000 

       

联盟组建 

方式 
-0.034 0.076 0.170** 1.000 

      

契约治理 0.006 0.004 -0.034 -0.036 0.859 
     

关系治理 0.013 -0.024 -0.030 -0.008 0.257** 0.887 
    

联盟绩效 -0.012 -0.054 -0.054 0.040 0.348** 0.386** 0.785 
   

行动逻辑 0.009 0.013 -0.003 0.070 0.326** 0.268** 0.391** 0.862 
  

内隐规范 0.137* 0.398** -0.035 0.044 0.274** 0.129* 0.375** 0.331** 0.811 
 

交互共识 -0.113 -0.042 -0.033 0.002 0.227** 0.212** 0.350** 0.367** 0.367** 0.822 

平均值 2.970 5.110 2.350 0.320 5.343 5.342 4.685 3.732 4.745 4.376 

标准差 0.850 1.600 1.105 0.467 1.073 1.170 0.942 1.435 1.087 1.131 

 

2.5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所提出的理论假设,为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预先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所有

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未超过 10.000,故回归模型中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 1 为包含控制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基准模型,结果显示契约治理机制(β=0.268,p<0.001)和关系治理机制

(β=0.315,p<0.001)均会对联盟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为验证契约治理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同时,排除关系治理与

联盟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倒 U 型关系,模型 2 将两个自变量的平方项纳入回归检验中,发现契约治理的平方项对联盟绩效产生显

著负向影响,而关系治理的平方项并没有对联盟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这表明契约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成立;关

系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成立且不存在曲线效应,同时,模型 2 的 R2较模型 1 有所提升,故假设 H1a和 H1b成立。在模

型 2 的基础上,模型 3 加入了调节变量,结果显示 R2继续增加,并且行动逻辑(β=0.166,p<0.01)和内隐规范(β=0.280,p<0.001)

均对联盟绩效产生显著正向作用,而交互共识(β=0.093,p>0.05)对联盟绩效的正向影响不显著。模型 4、模型 5和模型 6分别检

验行动逻辑、内隐规范和交互共识对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与联盟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此时模型的 R2较模型 3 均有所提高,



 

 9 

回归结果表明,契约治理机制与行动逻辑的交互项对联盟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42,p<0.01),而关系治理机制与行动逻

辑的交互项对联盟绩效的影响不显著(β=-0.045,p>0.05),故假设 H2a 通过检验,H2b 未通过检验;契约治理与内隐规范的交互项对

联盟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β=0.114,p<0.05),关系治理与内隐规范的交互项对联盟绩效的负向影响不显著(β=-0.078,p>0.05),

说明 H2c得到支持,而 H2d没有得到支持;契约治理和交互共识的交互项与联盟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显著(β=-0.134,p<0.01),关系

治理和交互共识的交互项与联盟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显著(β=0.110,p<0.05),即假设 H2f和 H2e均成立。 

3 结论与展望 

3.1结论与启示 

作为调节组织间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惯例在战略联盟、产业集群等网络合作组织形式中有着广泛应用。本研究从惯例多元

性视角出发,在检验研发联盟契约机制与关系机制治理作用的基础上,重点探究了行动逻辑、内隐规范和交互共识在此过程中的

调节效应。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契约治理机制与研发联盟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这表明联盟内部契约治理措施的使用应保持在一定水平。在契约治

理程度较低时,加强该机制的使用能够有效提升研发联盟绩效,当契约治理水平超过最优值后,继续增强该机制则会降低其治理

效果。因此,在对研发联盟进行治理时,企业应该把握好契约机制的实施强度,将其维持在合理范围内以获得良好的联盟绩效。 

(2)关系治理机制与研发联盟绩效之间具有正向关系,这与主流研究结论一致。原因在于,一方面关系机制直接提升了联盟成

员之间的合作质量,降低了合作成本,有利于维持企业间长远稳定合作关系,对联盟绩效有直接促进效应;另一方面,关系机制为

联盟企业和谐合作创造了良好环境,企业之间的信息和资源交流与共享更加深入。虽然也有研究认为企业间过于亲密的关系可能

引起“过度社会化”和“锁定”问题,即前期交流共享使得联盟企业间知识库趋同,企业通过联盟成功获取异质性知识和资源的

可能性降低,使得关系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呈“倒 U”型关系。但是,本研究认为研发联盟这一研究对象具有特殊性,原因在

于,组建研发联盟的企业往往是为了研制高技术产品或者获取难以收集的技术和知识资源,一般在达成合作目标后就会解除合作

关系,并且这些拥有专属资源、核心技术和系统知识库的企业不会在合作过程中全盘托出,也就很难达到关系过度嵌入的合作状

态。基于研发联盟的这种特殊性,本研究仍旧坚持关系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且分析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另外,

与契约治理机制相比,关系治理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联盟运行,这意味着管理者平时就应关注企业间关系机制实施进程,依据

实际效果对其进行调整。 

(3)联盟惯例 3 个细分维度对两种机制的治理效果具有一定调节效应,企业管理层应注意惯例环境营造以保证治理机制运行

效率。首先,行动逻辑和内隐规范对契约治理机制的作用效果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对关系治理机制作用效果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预示着行动逻辑与内隐规范有利于契约机制功能的发挥。虽然正式契约的强制性作用能够为联盟运行提供重要保障,但其作用

只有在条款限制有效且得到实施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与此同时,高水平的行动逻辑所体现的行为规律是预测可能风险的依据,

便于企业制定合理有效的契约内容;高水平的内隐规范从思想观念上指导和约束联盟企业行为,有利于契约条款监督与落实。因

此,行动逻辑与内隐规范均处于较高水平的惯例环境对契约治理有利。其次,交互共识负向调节契约治理机制对联盟绩效的作用

效果,同时,正向调节关系治理机制对联盟绩效的影响。原因在于,交互共识为合作各方创造的默契环境取代契约机制的部分功能,

使得契约治理效果不佳,同时,这种环境与关系机制形成了互补性的积极效应,使得关系机制作用的发挥更加充分。因此,当合作

企业倾向于通过正式契约对联盟进行治理时,应注意行动逻辑和内隐规范的培养,同时,减少交互共识的形成以提升治理效率;当

合作企业倾向于通过关系治理机制提升联盟绩效时,管理者要注意采取措施与合作伙伴形成交互共识进一步加强治理效果。 

同时,行动逻辑、内隐规范对关系治理与联盟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未能得到验证。本研究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行动逻辑和内隐规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短期内作用效果并不明显,可能只有经过长期合作才能体现出来;另一方面,

这两种因素对关系治理效果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仅在特定情境下,如外部环境较为稳定、联盟内部问题解决更为可控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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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才能发挥显著作用。 

3.2贡献与不足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以下 3 个方面:将惯例内涵的多样性从组织层面扩展到网络层面,提出联盟惯例在联盟治理过程

中具有多元化功能,丰富了惯例领域相关研究;与将所有类型联盟作为整体研究其治理问题不同,本文选取研发联盟作为研究对

象,分别检验了契约治理机制、关系治理机制对研发联盟绩效的倒 U型关系与正向关系,为解释以往研究中的争论提供了参考;将

惯例情景与联盟治理机制相匹配,明确了不同情景下的治理效果。具体来看,本文识别了行动逻辑、内隐规范和交互共识与两种

治理机制之间的匹配关系,不仅证实了联盟惯例是改善联盟治理方式的情境变量,而且揭示了其不同维度在研发联盟治理中的作

用机理。 

此外,本文还存在以下 3 点不足:仅从单一维度进行分析,研究多元化联盟惯例在契约治理或关系治理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但

未考虑不同维度联盟惯例对两种治理机制交互作用的差异化影响。两种治理机制的交互作用仍然是有争议性的话题,在不同惯例

水平下交互效应有何作用效果也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本研究考察的是静态模型,未将这种调节效应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考虑在

内,未来研究可以探索合作时间长度对联盟惯例调节作用的影响;从数据方面来看,调研时仅对联盟中某一方进行调查,并未与其

伙伴企业进行面对面交流,因此,样本数据可能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性问题,未来研究可以对联盟各方进行调查,收集较为全面的

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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